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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开放前中国援助非洲的战略反思
＊

薛　琳

摘要：自１９５６年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通过真诚的援助，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友谊，非洲国家不
仅直接帮助我国确立了世界大国地位，而且间接促进了我国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的提高。从总体
上看，我国对非援助是成功的，但受国际结构、民族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也存在 “实事
求是、量力而行”做得不够的问题。纵观援非历史，总结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面的工作经
验，对于推进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仍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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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助是国家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它通过巩固受援国的国家政权，促进其经济
发展和确立援助双方的价值认同等途径，来改善和加强援助双方关系。对于援助的
性质，有学者强调：外交政策目标是其灵魂，其中的经济成分是实现外交政策目标
的物质载体①。研究援助问题，首先就要研究援助国的援助动机。对于援助国提供
援助的动机，罗伯特·吉尔平特别强调：“虽然人道主义和经济发展是援助国经常考
虑的要素，但基本上援助国政府的最主要动机在于政治和军事方面，以扩大本国的
政治影响和维护国家安全。”②

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成为了热门话题，有的网络文章利用档案对中
国援助进行贬斥，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对外援助 “爱面子，图虚名，轻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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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政策是领导人 “意识形态狂热综合症状”的表现①。这类批评也针对着这一时
期我们对非洲的援助上。要判断类似的批评是否公正，需要做具体的研究工作。但
从现有的成果看，对改革开放之前的援助工作则较少做专题考察②；在专门探讨中
国援非的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③，特别是缺少专门研究新中国对非援助史的成
果。本文在借鉴国内外代表性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档案文献的综合分析，对
中国对非援助历史进行专题研究，分析其成就与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前中国
对非援助工作服务。

一、新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总体情况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遵循这一原则，毛泽东提出
了中国援助政策的指导思想，即 “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
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④。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自１９５６到
１９７６年，中国共向３８个非洲国家提供了约２１７．３６亿美元的援助⑤，这些援助帮助
非洲国家巩固了政治独立，促进了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一）中国援非的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认识到外援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他说：“在帝国主

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
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⑥

基于这一论断，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将 “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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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述真的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援助》一文，首发 “南方网”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日，随后被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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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档案”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仅举一例，外交部档案馆开放档案截至到１９６６年，而该文则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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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过经济援助”。
相关成果参见周弘主编 《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陈金明 《新中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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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５期；贺文萍 《中国援助
非洲：发展特点、作用及面临的挑战》，载 《西亚非洲》２０１０年第７期；张春 《中国援非不值得吗》，
载 《社会观察》２０１２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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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为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六条方针之一①。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民族革命和国家建
设，推进世界革命形势发展，就是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力打击，就能为巩固
中国的革命成果和构建国家建设的和平环境创造有利条件。为使受援国了解中国援
助的真实动机，周恩来曾明确说道：我们 “把外援看成是平等互利的，帮助别人也
帮助自己。受援国经济建设搞好了也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这对中国也有利”②。
对于新中国援助的主要对象，毛泽东始终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就是那些与中

国有着相似历史境遇和现实发展困难的亚非拉国家。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他就
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
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③。在亚非拉国家中，受制于中国
自身的战略环境和世界革命发展的现实情况，中国将外交的突破口选在了非洲。万
隆会议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各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此起彼伏。
到了６０年代初期，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迎来了高潮，仅１９６０年就有１７个非洲国家获
得独立，非洲成为世界反帝反殖斗争的主要阵地。关于援非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
有学者评价道：支援非洲民族革命是使中国赢取第三世界领导地位的有效手段，同
时，也可以给美苏制造麻烦，分散他们的注意力④。针对非洲国家 “经济十分落后，
缺乏资金，缺乏技术干部，在建设中困难重重”的现实问题，中国从 “建设工厂、
开辟原料来源、教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上一包到底，贯彻始终”⑤，切
实帮助非洲国家发展，使它们走上真正的独立之路。中国援助赢得了非洲国家的信
任与支持，不仅为中国突破美苏包围，重返国际舞台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改革开
放道路的开辟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援助非洲的三个历史阶段
中国的援助主要包括赠予和贷款两种形式。相比其他援助国，中国贷款的条件

是相当优惠的，不仅无息，而且偿还期长；具体援助形式包括：技术援助、物资、
现汇和成套项目等四种，其中成套项目是主要的援助形式⑥。依据援助具体目标的
不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非援助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５０年代中期至６０年代初，这是中国对非援助的起步期。在这一阶

段，中国援非的目标是直接打击殖民主义，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民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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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埃棉花贸易是中国对非经济援助的开端。埃及是非洲反对英法殖民主义的先
锋。为支持埃及人民的解放斗争，从１９５４到１９５６年，中国以优惠价格购进了２０００
万英镑的埃及棉花，并直接支付现款５９０万英镑，帮助埃及顶住了英法的经济封锁。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中国不仅给予了埃及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更在
物质上支援了埃及，直接赠款２０００万瑞士法郎现金，紧急支援其６０００吨豆类和
１０００多吨冻牛羊肉等重要物资①。埃及的斗争，让第三世界认识到 “最终驱逐帝国
主义还是要靠第三世界团结起来支持当地的反抗运动”，而阿尔及利亚的斗争则成为
了 “第三世界团结一致的首要象征”②。为巩固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统一战线，中国给
予了阿尔及利亚反法斗争以真诚支持，不仅援助了７０００多万元人民币的物资，还从
政治上推迟了与法国建交。中国的帮助给阿尔及利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该国革命
领导人本·贝拉回忆说：“在革命斗争的岁月里，阿尔及利亚战士用的枪炮、盖的毛
毯、穿的衣服都是中国送的”③。
第二个阶段是６０年代初至６０年代末，这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平稳发展期。随着

大多数非洲国家实现了独立，中国主要是支援它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国家独立。
在非洲十国之行期间，周恩来提出了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是我国援
外政策的 “理论化、系统化、方针化”。从１９６０年至ｌ９６７年，我国先后同１２个非
洲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对它们的援助除了提供一般物资 （包括提供粮食
援助）和现汇外，主要是承担成套项目④。成套项目的选择，首先是从受援国摆脱
西方控制的现实需要出发的。帮助受援国发展 “中小型生产性项目”，这些项目 “因
地制宜、节约、适用、施工期限短、产品质量好、投资收回快”⑤，适合非洲新独立
国家的初期建设。例如，中国援助几内亚的火柴卷烟厂是中国援非第一个成套项目，

１９６３年３月开工，次年７月建成，该厂投产后，结束了几内亚长期进口卷烟和火柴
的历史，被称为 “模范企业”⑥。但在６０年代中期，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
反扑，非洲多国发生了亲西方的军事政变，政权更迭频繁，加之受国内 “文化大革
命”的冲击，使我国对非援助工作中出现了种种乱象。例如，有的省市向非洲君主
制国家提供援助设备时，竟在设备上刷上了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毛
泽东语录⑦；有的国内 “造反派”在国外组织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当地的 “绿
卫兵”一起搞 “串联”，鼓动群众向政府夺权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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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阶段是７０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这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快速增长期。为
适应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有利形势，中国通过援助来加速扩展自己的国际空间。这
一时期，为进一步加快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周恩来特别提出：除了越南和印度支
那外，要将非洲作为中国 “第二位的”援助对象①。中国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１９７２
年到１９７８年，中国同非洲５０个国家中的４４个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其中２１个
新承认中国的非洲国家中，有１８个国家受到过中国援助。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援助
最重要的项目就是坦赞铁路，这条中国倾 “全国之力”修筑的 “友谊之路”，历时近
１０年，耗资９．８８亿人民币，相当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中国对非洲１２个国家援助的
总和②。由于受援国数量的猛增，特别是因中国同时承担了多个大项目，援助金额
迅速攀升，超出了国力，国家已力不从心。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５年，援外支出占中央财
政支出的比例连续四年超过１０％，其中１９７３年更是攀升到１２．４３％的历史最高值，
达到５５亿人民币③。为改变这种不利，邓小平主持制定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合理安排对外援助的决定》（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３日），提出了以压缩规模为核心的 “援
外工作的十条措施”。基于这一文件，中国开始减少对外援助，中国向非洲国家新提
供的援款从１９７５年的１．８２亿美元，降到１９７７年的６７００万美元④。另外，自坦赞铁
路竣工后，中国对非洲４５个建交国家的援助项目也开始转向那些可见的援助项目和
技术援助⑤。

中国援助非洲的成就与问题

对中国来说，通过援助非洲国家的解放斗争和国家建设，获得了它们的坚定支
持，确立了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支点。但是，曾有一度，我国将援助过多地与
政治斗争、革命事业相联系，使我国援非工作出现了诸多问题。

（一）中国援非取得的主要成就
中国对非援助最大的收益是在政治方面，通过援助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为

改变我国国际格局发挥了突出作用，同时，依据 “抓援外，促国内”的方针，援非
工作也为推动我国技术革新和提高援外队伍素质创造了有利条件。
非洲在我国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６０年代，第三世界原有的殖民统治

和同盟关系行将瓦解，而新的政治同盟尚未建立，有学者指出，这被中国看作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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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周恩来会见埃塞俄比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摘录》，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
《附录２》（中国政府向坦赞铁路贷款一览表），中土公司编 《中国土木公司集团公司大事记》２００９年
内部出版。
傅道鹏：《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２００３年博士论文，第８５页。
［美］于子桥：《坦赞铁路———中国对非经济援助个案研究》，载陆庭恩主编 《中国与非洲》，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０１页。
Ｌｉｌｌｉａｎ　Ｃｒａｉｇ　Ｈａｒｒｉ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Ｗｏｒｄｅｎ　ｅｄｓ．，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ｏ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Ａｖｂｕｒｎ　Ｈｏｕ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６，ｐ．７３．



己影响国际政治的最佳时机，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投入了大量的资源①。相比亚洲和
拉美，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所起的效果更明显，非洲出现了很多新国家，而且非洲
国家人少、国小，因此 “只要一小笔运用得当的援助就可以在非洲国家起到显著的
效果”②。据统计，截至１９７３年，苏联共向２０个非洲国家提供了援助，而同期中国
援助的国家则超过了３０个③。援助使中国在非洲确立了广泛的政治影响，为中国挫
败美苏孤立与封锁，重返国际舞台创造了条件。对于中国外援的成果，美国学者何
汉理高度评价道：“中国领导人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将本国有限的资源运用到了极
致。他们通过慷慨的援助、独立自主的外交信条以及对访客的影响力，使中国成为
了推动世界局势演化的主要力量之一。”④

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对非洲援助工作有力配合了 “反霸”外交。有学者指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年代进行国际主义援助，从客观效果上讲，部分地支援
了国际社会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联合行动；而反对 ‘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
客观上也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鼓励了一大批仍然处于民族解放运动过程
中的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⑤ 同美苏外援相比，中国援助的规模要小很多，对中
国这样一个实力极为有限的国家来说，援助承载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义务，象
征意义更加巨大。
中国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认为援助是 “平等互利”的互相

帮助，是 “一种伙伴关系而非单方面赐予”⑥。援非过程中，中国专家作用极为突
出，他们 “宁肯自己多流汗，不给国外添麻烦”， “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送
给受援国”。特别是中国提出的 “与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
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原则，更是对美苏援助政策的打击，因为他们的顾
问不愿意接受与非洲当地官员一样的低待遇⑦。对中国援外人员的表现，几内亚总
统塞·杜尔高度评价：“几内亚没有一个人不对你们的援助表示满意，特别是你们技
术人员的工作态度和精神，这是一些自称是我们朋友国家的技术人员做不到的。”⑧

中国援外人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成为了构筑中非友谊最坚实的精
神因素。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同广大非洲国家的支持分不开的，对此美国中央

８０１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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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ａｎ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２０６．
［美］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２１
页。
Ｈａｒｒ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ｉｎ　Ｈａｒｒ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ｅｄ，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２０７．
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０页。
［美］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页。
［美］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１页。
《周恩来总理同杜尔总统会谈记录》，《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与八国有关经济援助和贸易方面的会谈
摘要》，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２０３－００４９６－０１，第３２页。



情报局说得颇为中肯，在非洲，中国经济技术援助取得的最具有实质性的收益，就
体现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①。在第２６届联大上，在提出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２３个提案国中有１１个来自非洲国家，占提案国的近
一半；在大会辩论阶段，非洲国家又批评和谴责了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指出 “没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联合国就丧失了普遍性；现在是联合国改正这一历史性
错误的时刻”②；在表决阶段，正是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对联合国议事程序的熟练把
握，击败了美国提案③；在投赞成票的７６个国家中，非洲国家有２６个，占总数的
三分之一。正因为 “非洲国家同红色中国站在一起”，才使 “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的
决议获得通过”。我国在联合国斗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我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团
结合作，特别是在７０年代初加强对非洲援助的政策是正确的。

（二）提升了中国经济的软、硬件水平
在推动援非外交的过程中，我国也取得了经济收益，这种收益既体现在提升技

术手段和设备效能 “硬件”方面，也体现在增强援外队伍技能的 “软件”方面。
第一，从较短时段观之，援非工作为我国技术革新和设备改造创造了条件。在

当时，我国外汇紧缺并受外部技术封锁，要满足援外要求，只能靠自力更生，因此，
周恩来提出了 “抓援外，促国内”指导方针④。我国在援外设备生产中，进行定点、
定厂生产，以利积累技术资料，这样 “新的产品一旦试制成功，既可用于援外，又
可用于发展国内生产，一举两得”⑤。例如，在帮助刚果建设纺织厂的过程中，国内
相关工厂、院所相互配合、联合攻关，设计出 “多色布动网印机”，改变了我国长期
使用 “手动抬板机”的落后局面⑥。在坚持 “自力更生”的同时，我国也非常重视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周恩来曾专门指示驻非国家大使，要求中国工程人员向阿联、
摩洛哥等国学习沙漠筑路技术⑦。
第二，从较长时段观之，通过援建非洲成套项目，为提升我国援外人员技能创

造了有利条件。通过援非，我国援外人员熟悉了非洲当地的民情、社情和风俗习惯，
为我国培养出一批从事国际经济合作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我国援助项目大多数质量
优良，造价合理，工期有保证，为我国企业创下了良好的声誉。例如，正是有了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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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国家情报评估》，载沈志华、杨奎松主编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３
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９６页。
吴妙发：《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载陆苗耕主编 《同心若金———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
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２页。
张树德：《中国重返联合国纪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６５页。
《周总理关于援外工作重要谈话》，第１４页，载 《一九七三年援外工作会议材料 （附件）》。
《方毅文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５页。
叶如根主编：《方毅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９３页。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我国帮助阿尔巴尼亚
建设冶金联合企业的过程中，提高了我国的技术水平，积累了大量经验，为日后开发攀枝花、包头、
金川三大共生矿进行了技术准备，这是 “抓援外，促国内”方针的另一个重要实例。详见 《方毅传》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６１－４６７页。
《周总理同驻西亚非洲大事关于工作问题的谈话纪要》，第４页，《周恩来总理同驻西亚非洲大使关于
工作问题的谈话纪要》，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２０３－００３１９－０４。



赞铁路，才使非洲国家领略了中国的技术能力和施工队伍的建筑水平。此外，援外
也促进了外贸，我国外贸打进非洲市场就是始于用本国商品出口解决当地费用，其
中包括：民用、卫生、机械，甚至还有军事装备①。

（三）中国对非援助中存在的问题
超出国力所限的援助是援非工作存在的最大问题。具体来说，这一问题在不同

的工作环节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确定援助对象，往往依其与美苏的关系而定。５０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

苏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对外援助由反对美国霸权，逐渐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有
学者评论道：中国外援数量和范围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中苏关系的变化相关
联②。６０年代，我国主要是根据非洲领导人对美国及原宗主国的关系划分左、
中、右；到７０年代，我国又将非洲国家与苏联的关系，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点。
这种依超级大国划线的方法，使我国援非工作面临两难困境，要么会因固守意
识形态偏好而错失谋取国家利益的良机；要么会因本国战略调整，而与原受援
国反目，不仅浪费了我国的资金和设备，甚至会造成 “大援大反，小援小反，
不援不反”的尴尬局面③。
第二，确定援助项目，重政治利益，轻经济效益，这往往导致决策过程过于简

单，项目经济效益较差。中国的援助项目大多是两国领导人互访时商定，决策主要
基于政治考量，没有充分考虑受援国的资源禀赋与发展程度等现实情况，使我国有
些援助项目不能满足当地需求，效益欠佳，甚至亏损倒闭。对此我国援外工作者反
思道：我国援助 “过分热情、过分积极、过分天真”，“轻易听信受援国的话，考察
时对该国产供销情况未察明，建成后给双方带来困难和包袱”④。我国承建的许多政
治性地标建筑，如运动场馆、会议大厦、大型雕塑等，常因政局变换而使项目的价
值因人、因时而异。
第三，承担项目数量过多，具体援建过程保守、僵化，增加了我国负担。受限

于国内经济水平，我国对外援助的绝对金额并不高⑤。但其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
的比例却相当可观，特别是在 “文革”期间的 “三五”、“四五”计划中，援助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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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付部长的讲话》（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３日），第９页，载 《外经部外经工作座谈会主要精神和贯彻意见
的汇报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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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是７０年代末期我国一些干部和群众对援助问题的主要看法。所谓 “大援大反”主要是指７０
年代末，由于我国外交战略调整，而使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与我国反目；而 “小援小反”则突出表
现为６０年代有的亚非国家因军事政变而与我国关系恶化，在非洲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６０年代的加
纳，该国是我国援助非洲的重点，总统恩克鲁玛在１９６６年访华期间被国内军人政变推翻，此后不仅
我国援外人员被暴力驱逐，而且军人政权很快就与台湾建立了经济与政治联系。详见汪勤梅 《中非关
系中的一个曲折起伏》，载陆庭恩编 《中国与非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李克付部长的讲话》（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３日），第１０页，载 《外经部外经工作座谈会主要精神和贯彻意
见的汇报提纲》。
１９５０至１９８５年，我国共向８７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总额４１１．８１亿元人民币。参见石林主编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１页。



家财政支出比例，由 “一五”、 “二五”计划时期的１．５％、１．０％，上升到４．３％、

６．３％①，正如后来所总结的那样，对外援助 “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②。这在国
家经济实力较弱、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特别又是集中在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５年这
样短的时间内，给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困难③。在具体执行中，援建成
套项目，采取 “交钥匙”办法，虽受援国欢迎，但在那些受援国有能力负担本国费
用的项目中，我们也把 “一个项目什么都搞的好好的”，这往往就会因 “包揽过多”
而造成浪费④。更有甚者，在面对 “经济技术上极不合理”时，还要 “尊重对方决
定”⑤，这种 “用文件约束自己”的方式，不仅使我们某些具体的援助政策陷入被
动，更是造成了资金的浪费。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历史评析

对中国对非援助的成效分析必须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限于当时的两极
国际格局和民族复兴诉求，加之意识形态的不断催化，援助出现各种问题是很难避
免的。从外援配合当时外交所取得重大收益的角度看，中国的对非援助应予肯定。

（一）历史地理解中国对非洲援助
从根本上说，中国援助的动机是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性的，首要目标是为维护国

家安全，打破国际孤立。对于这一时期援助取得的成效，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
给予了肯定。邓小平明确表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⑥；李
先念也强调：“援外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方针是正确的”⑦。中国对非援助，首先
要将其从中国的整个援助体系中区分开来。从援助数量看，对越南、阿尔巴尼亚和
朝鲜三国的援助占了中国援助总额的７０％⑧，对非援助占我国援助量仅２０％强。相
较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和我国付出的经济成本，我国援助的收益是利大于弊的。
要理解中国为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必须置于

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去。从当时的国际格局看，中国和美国的对抗，以及与苏联的决
裂都产生于中国逐渐崛起为世界强国的现实。中小国家可以享受均势或霸权带来的
“和平与稳定”，但大国追求的永远都是国际格局中的一极和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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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５７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２８页。
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５年，我国共援助非洲１２６．９５亿美元，平均每个中国人援助了非洲约１４美元。有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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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省市外经机构座谈会简报 （第五期）》（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６日），第４页，载 《外经部外经工作座谈会主
要精神和贯彻意见的汇报提纲》。
《关于改进援外成套项目设计工作的几点意见》，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４页。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０页。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０页。
傅道鹏：《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２００３年博士论文，第８６页。



帝、反修”的战略态势使中国陷入孤立，但这种 “孤立”是实现大国地位所必须付
出的政治代价①；投入大量援助则是争取亚非拉盟友，摆脱国际孤立局面所必须付
出的经济代价。
中国援助的 “大方慷慨”和 “不计成本”，有深刻的现实政治考虑，这是理解中

国援助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和台湾都面临着事实上存在两个 “中国”的僵
局，而 “对方”的存在构成了对自身合法性最严重侵蚀，因此，不惜代价维护主权
就成为中国政府最核心利益。对中国的这一目标，有学者评价道：“援助对于争取每
一个新政府承认北京而非台北是 ‘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②。有台湾
学者就援建坦赞铁路的动机评价道：台湾无力承担这样大的项目，这就为大陆提供
了一个良好机会，将台湾的影响力 “推出”非洲③。７０年代初期，中国农技人员在
非洲新建交国顶替 “台湾农耕队”的过程中，周恩来专门指示：凡是大陆能做的，
一定要尽力去做好，而且要比台湾做得更好一点④。因此，不惜代价，使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得到国际社会承认，成了外援必须实现的目标。
中国选择援助项目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际宣传的考量。通过分析中国援

助的实际行动，有学者就指出：“在实际对第三世界的支持上面，中国领导人虽然表
面上显得很好战，但是把言论转换到具体政策上时往往很迟缓。”⑤ 为使援助发挥更
大效用，中国特别注意借助国际舞台树立自身形象。例如，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召开的
特别联大上，中国代表团就放映了坦赞铁路建设的纪录片，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发展
的真诚态度，引起了更多国家对中国的赞赏⑥。有效的宣传和恰当的援助策略，加
之中国第三世界的国家属性，使中国在亚非拉国家中确立了主持正义的国际形象。
从中美苏大国竞争视野观之，大国援助竞争不仅仅是 “争强权，求和平”的权

力政治，还包含着推广本国 “发展模式”或现代化路径选择，从而确立援助双方彼
此认同的 “争取人心”的深层次竞争。中国援助就是力图在非洲国家确立一种与本
国相似的发展道路，只有理解了这种 “制度”输出才能透彻理解发展援助作为一种
对外战略工具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亚乎达对中国援助所蕴含
的发展模式，作过精彩评论，他指出：中国对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深刻理解，使
他们在援助亚非拉国家的时候，也将自己的理念传播出去⑦。毛泽东、周恩来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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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１页。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ｎｏｗ，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Ｒａｆｔ：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ｐ．１５５．
《周总理关于接替台湾农耕队问题的重要指示》，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８日，第２页。
［美］克莱默：《苏联外交部对分裂前夕中苏关系的估计》，载李丹慧编 《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
对抗》，第４０１页。
《新闻会客厅：亲历中国援非最大项目坦赞铁路》，载铁流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ｉｅｌｉｕ．ｃｏｍ．ｃｎ／ｔｌｓｃ／
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１２４０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　Ｙａｈｕｄａ，Ｃｈｉｎａ’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Ｌｏｎｄｏｎ：Ｃｒｏｏｍ　Ｈｅｌｍ，１９７８，ｐ．１６１．



导人多次强调国家发展要独立自主，即 “依靠本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充分利用本
国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
互通有无”①。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经济存在着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先天不足，政
治上面临着外部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这同非洲国家相似。中国援非所遵循的模式
是中国发展模式的 “外化”，即中国的援助 “首先要帮助他们解决吃、穿、用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同样要采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使工业援助与农
业援助相结合，成套项目与技术合作相结合，解决长远需要与满足目前急需相结
合”②。中国的模式虽不普适，但相比美苏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更容易得到非洲
国家的认可，坦、赞两国的 “非洲社会主义”就是典型代表。这种模式所蕴含的价
值，显然要比大国竞争的价值更深远，更持久，直至今日中国仍在享受这种模式所
带来的政治收益③。

（二）中国援非问题的原因探析
中国外援存在的问题既有历史文化根源，也是现实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反

两霸的战略目标、民众追求复兴的迫切心理，革命意识形态的强烈催化，这三个因
素相互交织、互相激发，使中国援助突破了国力限制，造成了自身的困难。
第一，“反两霸”的宏大战略目标。美苏两超对峙，给了中国这样的中等大国以

可乘之机。但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企图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是不现实的。
政治影响力要以国力为基础，同美苏较量，要求中国必须提供至少与它们同等的外
援，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国力。国力的限制，要求中国的外援不仅要进行更细致、
巧妙的政治宣传④，还要比美苏的条件更优厚，援外人员态度更好，正如方毅所说
“我们不必同帝国主义在对外援助的数量上做竞争，而是要同它们比政策，比作风，
比实效”⑤。但是国际结构对中国的巨大压力及伴随而生的急于突围的紧张情绪往往
使这种理性、冷静的政策设想很难维持，转而采取激进政策。
第二，民众寻求复兴的心理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是世界中心，代表

着文明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确立起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⑥。 “中央帝国”
的地位和 “朝贡体系”所赋予的优越感，在鸦片战争后出现了根本逆转，中国从
“天朝上国”跌落谷底，成为了尽人可欺的 “东亚病夫”。心理上的巨大落差造就了
中国人复兴中国的巨大期盼。而这种情感在外交上则更为突显，毛泽东就曾强调：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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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１９４９－１９７５）》，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７页。
叶如根主编：《方毅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４页。
Ｊｕｌｉａ　Ｃ．Ｓｔｒａｕｓｓ，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ｐｐ．７７９－７８０．
［瑞士］哈里什·卡普尔：《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第３０２页。
《我国援外工作的基本情况》（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６日），载 《方毅文集》，第７２页。
“朝贡”通过 “厚往薄来”的家长式的慷慨大度，来表现 “中央帝国”的高尚道德水准。详见陈廷湘、
周鼎 《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２４页。



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① 为复兴大国地位，中国人不论承受多大代价都会为这一
目标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外强的巨大压力下，亿万中国民众表现出了
洗刷耻辱的坚定决心，屈辱感孕育出的自尊心会淹没一切 “量力而行”的理性考量，
转而采取 “见义勇为”的斗争姿态。
第三，革命意识形态对援助政策的 “催化”。意识形态是政治斗争中有效的精神

武器，它激励士气，动员民众，赋予行动以正当性；同样，“意识形态为理解复杂的
现实提供简单的模式”②，塑造了外交决策者对国际环境和国家利益的看法，并为其
构建出一套实现国家利益的 “最佳”手段。有学者指出：面临外部威胁时，意识形
态因素就类似于 “发酵剂”，会加重实际上的 “危险感受”③。国际主义是中国援助
政策的指导思想，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国际主义就是 “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
随着苏共 “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展开，毛泽东深深感到，支援世界革命的重担落
在中国身上，他多次提出：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共产党如果不
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④ 身为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对于支援亚非民族
革命，也明确提出：“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
济账，要算政治账。”⑤ 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全面逆转，在意识形态的强烈催化下，
外交决策者形成了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
对”的僵化思维模式，这限制了外交政策的选择余地。

（三）现实启示
非洲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支点，我们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审视中非关系。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纵观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历程，离不开发展中
国家的帮助，特别是非洲 “穷朋友和小朋友”的坚定支持。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不仅与中国有相同的国际身份，而且有很多
相同或相似的利益，是 “命运共同体”。在未来的国家战略中，中国必须要充分认识
到中非 “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含义，无论是经济结构转型，还是应对国际挑战，中
国离不开非洲，非洲也离不开中国，中非只有深化合作、携手发展才能打破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的禁锢，彻底摆脱近现代以来始终面临的边缘化危机。
总结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援非工作经验，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为发

展当前中非关系提供有益启示。
在宏观层面，外援、外交和外宣三方面工作要相互配合。周恩来曾将外交比喻

为 “鸟之双翼”：鸟身为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一翼代表文化关系，另一翼代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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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关系①。发展、巩固国家关系是外交目标，外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物质保障，外
宣则是增进双方情感的思想纽带。总体外交战略确定后，援助应及时跟进，“选择一
两个最有把握的项目，尽快上马，打响第一炮，以便于继续深入地开展工作”②。同
时，通过受援国的本土视角、方式和语言来宣传中国援助的动机和效益，展现中国
区别于它国援助政策的优势，塑造中国在当地民众中的良好形象。
在中观层面，对公益项目和生产项目要区别对待，有效整合，发挥援助的最大

效益。诸如学校、医院、市政设施等公益性项目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政府应在
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确保工程质量；对于生产性项目，应倚重企业的力量。具体
来说，我国政府应通过市场手段，鼓励中非企业合作，发挥中方企业在资金、技术
和管理上的优势，盘活非洲企业的资源和人力优势，实现双方优势互补，这将成为
中非友谊发展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企业选择上，应关注投资少、见效快、市场广
的中小企业，既可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吃饭、就业问题，也可促进我国中小企业走出
去、发展壮大。
在微观层面，未来的援非工作要重视人的因素，一方面要将培养当地人员作为

援外的重要工作；另一方面，要提高援外人员的职业和政治素养。“培训当地人员是
件大事，也是影响最大的，有长期影响的”③。掌握中国技术的非洲工人，既是当地
发展的骨干，也是中非关系的 “微观”基础，是中国 “软实力”。实现这一目标，关
键要靠援外人员，“援外人员不仅是具体援助任务的执行者，而且首先是国际友谊的
沟通者。他们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物的作用”④。提升援外人员素质，应加强以下
三方面工作：第一，将良好的技术能力作为人员选拔的核心标准，同时，将心理因
素和职业伦理作为重要参考指标；第二，加强岗位培训，将出国前培训与出国后培
训有机结合，使其及时了解当地情况，特别是法律和民俗；第三，建立监督管理机
制，从制度上引导、规范援外人员言行。
未来十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期，也是中国对非洲援助的重要发展期。在２０１２年

中非合作论坛上胡锦涛主席又提出了 “五个重点领域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为
实现这些目标，我国外交工作者要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思路、新政策
和新举措，使我国援非政策更有力的助推国家成长和民族复兴。

（责任编辑：李宏）

５１１对改革开放前中国援助非洲的战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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